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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就海论海”到“陆海统筹”：海洋环境修复的路径优化

姜永伟 1，2，刘 婳 1，2

（1.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 大连116026； 2. 大连海事大学国土资源法治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6）

摘要 “就海论海”实质上是将“症状”误作“病因”，试图在海域范围内解决主要由陆域活动产生的所有问题。“陆海统筹”下的海洋环

境修复，意味着遵循“陆域-流域-河口-海域”系统所固有的整体性、联动性与协同性规律，构建一种超越简单合作的深度联合治理模

式。陆海统筹强化了建立基于空间异质性识别的差异化精准调控机制：将有限的治理资源优先配置于对海洋生态具有主导性影响

的污染源与关键区域。有效的陆海统筹依赖于治理主体的实体化重构，赋予跨行政区协调机构以独立的行政职权，使其从协商平台

转化为治理实体。数据采集的“一体化”应通过立法确立数据共享的强制性，将分散的监测数据转化为支撑精准决策的知识产品。

企业、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应内嵌于治理过程，使生态修复转化为“共同利益”，从而在决策、执行与反馈的闭环中实现

“流域-海湾”一体化的可持续运作。修复策略需突破单一介质治理的局限，建立连续管控框架。上游通过生态缓冲带削减面源污

染，河口区通过湿地重建恢复自净能力，近海区通过水动力调控优化物质循环，形成压力削减与功能恢复的双重作用。政府作为治

理主体，需要设计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包括对生产者实施押金-返还与扩展生产者责任的复合政策，内化环境外部

成本；同时，建立消费者绿色消费的信用激励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使个体理性选择收敛于集体最优的纳什均衡。在

特定区域试行将“生态修复责任”与后续“有限的开发权益”进行有条件绑定，以市场化机制激励各方参与，实现“谁损害、谁修复，谁

投资、谁受益”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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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格局深刻调整与气候变化日益严峻，全球

海洋生态系统正遭遇海平面不断攀升、污染问题持续恶

化、局部生态系统退化等一系列连锁危机。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于 2024年 7月发布的《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白皮书提出，“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有序开

展海洋环境修复重大工程”［1］。中国的环境修复体系经

过长期发展，已初步形成以“生态整治”与“责任追究”为

双核心的制度架构，前者侧重于通过工程性或自然性措

施直接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后者则重在通过法律机制

明确污染或破坏主体的治理责任［2］。这一框架虽在污染

控制阶段发挥了作用，但面对系统性生态退化时，其碎片

化的规范结构与单一化的治理工具已显不足。虽然《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

典》）以专章形式将生态修复确立为独立的制度板块［3］，

但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及其修复路径的复杂性仍未获

得充分的规范回应，其制度供给仍然存在短板。作为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原则，“陆海统筹”的规范意涵

在于将海洋环境修复从单一的末端治理转变至陆海交互

的系统治理［4］。这一视角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矫正“就

海论海”的认知偏差，更为构建一个符合海洋生态系统规

律、能够有效协调多方主体、兼顾修复实效与公平问责的

综合性海洋环境修复制度提供了可能。海洋环境的“系

统性”根植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海洋环境问题作为

完整水系统链条当中的末端表现，其根源往往在于陆域

活动。因此，海洋环境修复必须打破长期存在的“陆海分

割”的孤立主义管理格局：一方面要突破行政区域和部门

职责的壁垒，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治理体系；另一

方面亟须健全生态补偿、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等制度，以

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治理合力；最终，海洋环境修复的治

理策略需精准落地于具体的空间边界。景观生态学的

“格局-过程”理论为陆海统筹提供了关键方法论支撑。

该理论通过解析流域土地利用格局与污染物迁移过程的

空间耦合机制，识别产生污染负荷的“源”景观与具备净

化功能的“汇”景观，进而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手段优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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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配置，削减“源”头、增强“汇”力，实现陆域污染排放与

海域环境容量的动态平衡［5］。唯有打破行政分割造成的

治理碎片化，建立起跨部门、跨区域的过程协同与责任共

担机制，方能将陆海系统修复的理念落实为精准到具体

空间边界的制度实践，最终形成陆海互馈、权责清晰的环

境修复新格局。

1　“就海论海”：海洋环境修复的传统模式及

其困境

长期以来，中国海洋环境修复陷入“就海论海”的窠

臼之中。在认识论上，将海洋视为一个自成系统的生态

单元；在方法论上，聚焦于海洋空间内部的环境现象。这

种模式在应对局部、显性的海洋生态损害时曾经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并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体系中形成了相应的

规则集群［6］。“在长期沿袭的陆海分治立法模式下，中国

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出现了陆海法规之间的冲突以及执

法资源的重复消耗等问题，其根源在于陆海生态环境立

法在制度设计、管控手段和标准设定等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7］。因此，突破传统修复模式的困境，必须将视野从

海洋空间本身向外、向上游延伸，重新审视“就海论海”思

维主导下的修复模式。

1. 1　海洋生态损害的陆源主导性

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海洋环境治理深受“就海论

海”思维模式的影响。这种模式在认知上将海洋视为一

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地理空间与管理单元，其治理行动相

应地集中于海域本身，体现为以下特点：其一，管理视野

的物理隔断。治理活动大多以海岸线为界，海洋主管部

门的权责主要限于海岸线向海一侧，对入海污染物“从何

而来、如何而来”缺乏有效的溯源管控权和干预手段［8］。

其二，政策工具的末端指向。早期治理侧重于在海岸带

或近海区域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如强化沿海污水处理厂

排放标准、清理海上漂浮垃圾、应对赤潮等突发性污染事

件，其管理抓手多位于污染物进入海洋环境的最后一道

闸口。其三，治理效能的被动与碎片化。由于未能与陆

域产业布局、城市规划、流域管理等有效联动，海洋环境

治理常常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一个

流域上游的工业园区排放达标，但经过沿途积累，入海口

仍可能形成污染负荷的峰值；陆域达标的废水，其总氮、总

磷等指标在海洋富营养化敏感的背景下仍可能超标［9］。

“就海论海”思维模式对海洋系统的认知存在根本误

判，未能认识到其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关键。海洋环境

退化的驱动因子呈现出显著的陆源特征，陆源排放贡献

了 80%以上的污染负荷［10］。特别是长江、珠江、黄河等大

型河流，作为连接陆域与海洋的物质传输通道，每年向近

海输送巨量的营养盐、有机物和部分重金属，其输入通量

的变化直接决定了河口及邻近海域的生态环境状况。此

外，中国海洋环境质量的“问题区域”空间分布，与沿海高

强度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呈现出高度重叠的“镜像关

系”［11］。渤海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海域，恰恰是

中国工业集聚、城市密集、农业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区域。

可见，“就海论海”实质上是将“症状”误作“病因”，试图在

海域范围内解决主要由陆域活动产生的问题。尽管投入

了大量资源用于近海修复与应急处理，中国四大海区仍

长期面临河口、海湾水质超标、富营养化等严峻挑战，海

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始终难以企及［12］。这实

际上宣告了海洋环境修复传统模式的失效，也因此更加

需要一种新的、更具现代化的治理模式。

“陆海统筹”强调实施“从陆地到海洋”的一体化保护

与系统治理［1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

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要求，沿海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需对其行政区域内的海洋环境质量负责，并将治理

责任向陆域延伸，加强入海河流、排污口的综合整治，实

施总氮、总磷等关键入海污染物的重点管控。2024年 10
月施行的《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入海排

污口确立为陆源污染物末端控制的关键节点，通过锁定

这一陆海交互的通道，建立起截断陆源污染物向海域迁

移的制度屏障。其目的便是以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需求

为约束，倒逼陆域生产生活方式和排污结构的绿色转型，

以此实现治理链条从海洋向陆地的战略性回溯。

陆源污染治理的有效性受制于海洋生态系统内在的

空间异质性，即污染来源、排放强度及生态影响在地理分

布与行业构成上呈现显著的缀块性与梯度差异，而非均

质分布［14］。这要求陆海统筹必须摒弃无差别的均衡监管

思维，转而建立基于空间异质性识别的差异化精准调控

机制。将有限的治理资源优先配置于对海洋生态具有主

导性影响的污染源与关键区域，从而在复杂空间格局中

实现环境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1. 2　传统海洋中心式的修复瓶颈

尽管“陆海统筹”已在法律与政策层面确立，机构改

革也通过组建生态环境部等举措强化了统一监管的框

架，但治理从有名到有实、从有形到有效的跨越，仍面临

一系列交织的深层瓶颈。这既是来自传统路径依赖的残

留，也是复杂系统治理内在难度的体现。

其一，协同机制不健全与标准衔接不畅引发的执行

壁垒。一方面，陆海标准的规范体系存在断层。“中国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主要基于保护淡水水体的功能

需求，与海水水质标准的目标之间存在差异”［15］。因此，

即便陆上排污口全部达标排放，众多排污口的累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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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能导致入海口海域水质超标。陆海环境质量标准、

排放标准、监测技术规范之间的衔接与协调，是亟待填补

的政策空白［16］。另一方面，中国海洋环境修复体系中，依

然缺乏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陆海统筹的行政和司法机

制［17］。中国生态环境多元保护的困境主要在于两个方

面：在静态“法”的层面，表现为政策驱动与法制短板的矛

盾，社会资本参与的全链条法律保障缺失，制约了稳定合

作框架的构建；在动态“治”的层面，则体现为全过程监管

机制的失灵，各类监管工具未能形成有效合力［18］。在《海

洋环境保护法》中，虽明确了地方政府对辖区海洋环境质

量的总责，但责任压力在从省到市、县、乡镇的传递中易

出现衰减效应；横向层面，涉海管理仍涉及生态环境、自

然资源、水利、农业、住建、交通等多个部门，“仅靠一部法

律难以完全理顺‘多龙治水’的格局，在适用过程中依然

需要更多配套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支持”［19］。此外，海洋

环境公益诉讼规范将社会组织原告资格设定为开放式要

件，构成立法技术上的刻意留白。然而，司法实践通过限

缩性解释事实上排除了社会组织的当事人适格。这种规

范设计与司法实践之间的背离，致使社会组织的治理参

与权能与国家垄断的公益诉讼实施权之间形成制度性紧

张关系。

其二，陆源污染物“源-汇”关系的量化困难。这一问

题的根源在于对跨介质迁移转化机理的认知匮乏。精准

治污的前提是精准识污。现有研究中，对污染物从排放

口经“河流—河口—近海”连续体的形态转化、沉积埋藏

与释放通量等关键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仍缺乏系统刻

画［20］；加之海洋环境质量主导因子的识别不确定性、地下

水修复目标值的科学界定标准缺失［21］，导致特定陆源对

特定海域生态损害的归因不确定性显著。这种科学基础

的薄弱，不仅使溯源问责缺乏可量化的技术依据，更造成

修复工程目标设定与措施配置的经验主义局限，直接制

约治理绩效的精准提升。

其三，修复-开发的良性循环未能形成，整体生态空

间持续被挤占。海洋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开展海洋空

间规划的基础［22］。在“向海要地、向海要粮”的传统思维

下，修复工程往往被视为对“历史欠账”的补偿，而非国土

空间规划中具有优先权的红线。这种开发优先、修复滞

后的时序错配导致生态空间的破碎化与功能孤岛化。随

着蓝色碳汇、污染净化等生态服务功能的系统性衰退，海洋

对陆源污染的自然承载力持续下降，形成“开发—退化—更

低承载力—更高开发压力”的恶性循环。破解这一空间

冲突的关键，在于引入景观生态学的格局分析框架，以缀

块（patch）为基本单元解析流域生态结构，通过格局指数

与异质性度量识别生态状况的空间变异［23］，为优化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生态空间优先的刚性约束提供

量化依据。

2　陆海统筹下海洋环境修复的系统性治理

基于海洋生态的复杂性与环境系统的内在完整性，

要求从系统性与整体性治理视角关注海洋环境修复。海

洋环境的跨域治理需从顶层设计出发，在功能性协作之

上，通过机构、机制与技术的综合支撑，统筹协调各方利

益以形成均衡格局［24］。“系统性治理要求打破部门壁垒和

区域界限，构建‘国家规划+重点区域专项规划+地方行

动’的多层级治理体系”［25］。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

现了陆海环境保护职责的整合，标志着治理模式从“陆海

分治”向“陆海一体”正式转变。然而，系统性治理之深化

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在以下 3个维度所构建的框架内共

同推进。

2. 1　陆海统筹下生态修复的整体性逻辑

对生态要素的修复须秉持全局视野，通过法律机制

的科学建构，有效纾解生态修复与重建中局部利益与整

体利益之间的结构性张力［26］。在陆海统筹原则的指引

下，系统性治理范式逐渐成为主导逻辑，深层表征为生态

整体主义的法理转向［27］。该范式以环境修复体系的整合

为目标，核心在于突破传统“碎片化”管理的桎梏，从分散

并孤立转向整体且协调。

其一，环境整体性治理理念的深化。环境整体性治

理理念的兴起，是对传统科层制与碎片化管理的系统性

反思与超越［28］。该理论自 20世纪 90年代后期成型，强调

以公共需求为导向，依托跨部门、跨层级的协调整合机

制，回应单一行政单元无力应对的复杂生态议题［29］。在

中国语境下，整体性理念的引入旨在破解长期存在的分

散型管理体制困境，通过层级、功能与部门的有机整合，

形塑“从分散走向集中”的治理模式，对于流动性显著的

海洋环境管理尤为关键。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所推进

的“五个打通”，正是整体性治理理念在体制层面具象化

的重要标志。

其二，生态系统保护整体性的内在逻辑。首先，从自

然地理格局看，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特征，奠定了物质与

能量自陆向海输送的基本脉络。陆海之间通过水循环、

泥沙输运、元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人类活动，持续进行

着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形成了一个生态互联、功能互

补、空间互依的有机整体。这决定了任何保护与治理行

动，都必须尊重生态系统的内在完整性和自然地理单元

的连续性，将陆海视为统一的生命共同体进行系统性谋

划。其次，在生态过程层面，从山顶到海洋清晰呈现出

“源-汇”传输的因果关系，陆地活动是“因”，海洋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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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果”。因此，修复必须追根溯源，实施从源头到末端

的全过程管控，着力从上游和中端削减对下游及海域的

负面压力。最后，从社会经济维度审视，从内陆至沿海的

地貌连续变化，映射出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的

显著差异。这种地域发展的非均衡性，意味着不同区段

的污染管控与生态保护，其重点区域、核心议题与关键环

节各异。修复实践必须兼顾各地发展的具体条件与可持

续性要求，统筹技术、政策与市场等多元工具，实施差异

化、综合性的修复策略。

总而言之，陆海统筹下的海洋环境修复强调以整体

性治理逻辑引领体制整合与职能协同，并在具体操作层

面强化陆海联动与源头治理，二者相互支撑，才能共同构

成陆海统筹的环境修复格局。需注意的是，《生态环境法

典》的颁布标志着海洋环境跨界治理从规范碎片化迈向

制度系统化，其以生态系统完整性为价值根基，确立了以

生态安全为核心的跨界治理责任体系，为纾解“责任赤

字”等结构性困境提供了顶层规范依据［30］。然而，法典的

文本统合并不自动等同于治理效能的实现。在规范向实

践转化的过程中，跨界协同的体制机制衔接、标准体系协

同与治理能力配置等深层张力依然制约着系统性治理的

实效，有待通过法典实施机制与配套制度的精细化建构

予以消解。

2. 2　从“政策协同”到“专项立法”的制度需求

“陆海统筹”有效实施仍面临长期存在的“陆海分治”

立法模式带来的挑战［7］。尽管中国海洋环境修复立法已

有一定发展，可称“在宏观尺度与微观尺度上皆有建

构”［31］。但是，在这种整体性治理快速发展的同时，海洋

环境修复的具体实践却呈现出过度依赖政策性引导与标

准化技术规范的倾向，在更深层次的法治建构上相对滞

后。地方立法发展态势虽显活跃，但缺乏统一标准，存在

陆海法规之间的冲突与执法资源重复消耗等问题，突出

表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政策主导下的长效制度缺位。当前，海洋环境

修复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行政政策和各类技术标准推

动，长效制度的稳定性和刚性支撑尚未完全确立。首先，

行政政策固然具有响应迅速、灵活性高的优点，但《海洋

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在执行层面仍存在较大的自由

裁量空间，这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在具体操作中采取“策略

主义”。例如，在排污审批等环节可能出现“边申请、边审

批、边施工”的情况，影响治理效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部门职责交叉与协同机制缺失。海洋环境治理涉

及多个部门，历史上存在海洋局与环保部等部门职责交

叉的现象，而协调机制的不健全加剧了政策执行的碎片

化。此外，对比国际上的一些先进实践，如美国通过《海

岸带管理法》等法律体系实现了显著的污染削减成效，中

国在海洋空间规划、区域立法以及监测网络覆盖和数据

共享等方面的法治基础仍显薄弱，标准体系有待进一步

统一和强化［32］。

其二，地方立法活跃但尺度不统一。在《海洋环境保

护法》框架下，地方立法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呈现出活跃

而协同不足的特点，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标准引领。

沿海省份如山东、浙江、福建等地通过制定地方条例积极

探索陆海统筹的治理模式。例如，浙江省舟山市出台了

全国首部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地方性法规，并创设了

港口船舶污染物“海陆无缝交接”的管理制度。山东省也

通过修订《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探索优化海洋执

法体制，尝试将多支队伍转变为一支队伍。这些探索富

有价值，但各省标准不一。例如，在排污口审批、监管尺

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容易导致“各自为政”，难以形成治理

合力。此外，关键制度缺乏统一规范［33］。在跨区域污染

协调、生态补偿、监测数据互认等关键环节，缺乏国家层

面统一的规范指引，导致信息孤岛和监管漏洞存在，跨区

域冲突解决机制也较为模糊。

海洋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实质是从碎片化管控

迈向系统性规制的重构过程。这一转型至少包含 3重维

度：在规范供给层面，现行立法呈现配套细则散置的结构

性缺陷，仍需依托《生态环境法典》厘清行政权与市场边

界的权责分配。在技术标准层面，监测、评价、修复各环

节长期存在规范冲突与适用模糊的问题。统一的规范体

系不仅是技术协调问题，更是保障法律确定性的制度基

础。在责任配置方面，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长期面临

“定性易、追责难”的实践困境，必须通过责任构成的法定

化与追究程序的刚性化，破解责任虚置与推诿的治理顽

疾。当前，《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施行为此提供了体系

化整合的规范基础。尽管《生态环境法典》已吸纳陆海统

筹理念并在“生态保护”编中专设“海洋、海岛”节，但海洋

环境修复在科学不确定性、致害行为复合性、修复周期长

等方面的特殊属性，仍需在《生态环境法典》的解释与适

用中予以针对性回应。具体而言，有必要在《生态环境法

典》“生态保护”编的框架下，通过司法解释或实施细则，

构建海洋生态保护的专项条款，对典型海洋生态修复的

标准与程序作出精细化的制度安排。

2. 3　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共治”的模式转型

行政主导是中国环境修复体系中最为显著的特

征［34］。这与中国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模糊以及“生

态环境修复”本身在法律定性上的模糊性密切相关。在

中国现行立法与学术讨论中，对其性质认定存在“法律义

务”“法律责任”乃至“政府职能”等多种观点［35］。定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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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歧直接导致规则构建的困难，尤其是在具有显著特

殊性与复杂性的海洋领域。《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标志

着责任界定从碎片化规范迈向体系化统合，为构建真正

的多元共治模式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基础。

社会共治是系统性治理在主体维度上的延伸，其发

展历程反映了治理结构从政府单一主导到多元协同的演

进脉络。中国海洋环境治理早期以行政命令为主，公众

参与程度较低，治理效能受限。随着治理理念的更新，多

元共治模式逐步成熟。在传统治理模式中，环境修复责

任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行政负担或管控手段，而非不同主

体共同承担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义务。这种认识导致

了 3个问题：其一，治理主体单一，过度依赖政府，特别是

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其二，责任归属模糊，在

跨区域、跨部门的复杂事务中，容易产生“有利则争、无利

则推”的推诿扯皮现象；其三，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由于缺

乏明确的法律身份和责任通道，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等

难以有效融入治理链条。

《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任务之一，正是对分散、模糊

的法律责任进行体系化整合与明确化界定。通过设立

“法律责任”专编，致力于构建一个覆盖民事责任、行政责

任乃至刑事责任的全方位责任体系。例如，针对实践中

争议较大的“过罚相当”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环

境修复法律责任应与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

相当的原则，并细化了从重、从轻、减轻及不予处罚的情

形，使责任追究更具操作性和公正性。这种法定化、精细

化的责任设定，为清晰划分政府、企业、社会等各类主体

在海洋环境修复中的具体义务与违法后果提供了坚实的

法律基础，推动责任认定从依赖行政指令转向依据法律

规定。

推动海洋环境共治从行政主导向法治基础上的多元

共治转型，首要任务是以《生态环境法典》为规范基准，依

托其确立的规范框架整合治理规则、明确各方权责［36］。

当然，“治理行为的合法性不仅源自纸面立法的静态授

权，必要情况下还汲取自该行为在一时一事中的合理性

与高效安排”［37］。在行政角色的转换上，可从行政协议的

视角重新审视行政机关的定位。这体现了现代行政法理

念从“管控-命令式”向“协商式”的深刻转变，也是出于应

对复杂治理情境、提升管理灵活性的现实考量［38］。

3　海洋环境修复的陆海协同机制

陆海统筹原则下，“区域化调整成为破解海洋环境治

理难题的关键方法，而区域合作则是实现这种调整的核

心重心与主要实施路径”［39］。进一步说，区域合作的深入

推进有赖于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区域协同机制不仅强

调多元主体在合作中的协同联动，同时要求海洋环境修

复实践必须遵循“陆域-流域-河口-海域”系统所固有的

整体性、联动性与协同性规律［40］。对于区域边界，其在海

洋环境修复的区域协同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治理

的天然障碍，也是促成协同的关键连接点［41］。由此，必须

建立一种常态化联合治理机制。

3. 1　超越简单合作的深度联合治理

属地管理的法律责任配置与海洋生态系统的跨域流

动性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确立了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的责任，

但这一属地主义逻辑在面对跨行政区流域污染时，易诱

发“责任规避”“搭便车”等行为，导致边界地带成为治理

盲区。2018年的机构改革虽通过组建生态环境部海洋生

态环境司实现了组织层面的陆海整合，但仅完成了一种

物理意义上的合并，尚未解决实质上的融合问题，即现行

协同多停留于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性互助。其往往是临

时的、松散的，是为了解决某个临时性的突发事件而联系

在一起的［42］。缺乏制度化的权责配置与利益协调机制，

难以克服政绩竞争带来的合作脆弱性［43］。超越松散合作

的一体化共同体治理，其本质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将跨区

域生态治理的外部性内部化，构建权责对等、激励相容的

稳固协作框架。这一模式至少应具备以下3个核心特征。

其一，权责配置从“地域分割”转向“利益共同体”。

传统的属地管理将流域生态系统切割为行政辖区的责任

飞地。一体化治理应通过建立具有实质性权威的协调机

构，将区域公共治理的溢出效应转化为地方政府的共同

收益，从而重塑参与动机。这要求在上级政府主导下，构

建涵盖协调、激励与约束的制度体系，使地方政府从各自

为战转向“共织一张网”，其核心在于将跨区域公共治理

的区间溢出效应内部化，增强地方政府参与动力，在海洋

公共产品供给中形成稳定的合作均衡［44］。

其二，治理过程从末端互助转向全程嵌入。区别于

临时性的危机应对，有效的联合治理需将协同机制嵌入

监测、决策、执法的全过程。在监管维度，这意味着要打

破部门信息壁垒，构建立体防控网络；在决策维度，则要

求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共享平台与联合研判机制，将协同

从“事后补救”前移至“事前预防”与“事中控制”，实现治

理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联动。例如，当前在执法联动

方面，生态环境部与中国海警局签订执法协作办法，共同

开展“碧海”专项执法行动［45］。这种联动机制在一定程度

上打破了信息壁垒和体制障碍，解决了“协调难、移交难”

等问题。

其三，治理形态从应急联动转向制度常态化。临时

性协同治理受行政周期与领导注意力分配的影响，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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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式治理”的特征，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治理效能［46］。

因此，一体化共同体的维系关键在于通过法律约束、绩效

考核与财政保障的刚性嵌入，将合作义务从行政倡导转

化为法定责任。具体而言，需以立法形式明确跨界协同

治理的组织架构、决策程序与权责清单；通过将跨界生态

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矫正“唯 GDP”导向的

短期行为；辅之以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与生态补偿机制，确

保治理成本与收益的跨域均衡配置。这种制度性集体行

动框架克服了人格化合作的脆弱性，使陆海统筹治理从

“因事而聚、事毕则散”的权宜之计，转化为具有自我维持

能力的常态化制度安排，最终实现从行政干预驱动向制

度逻辑驱动的根本转型。

3. 2　构建“流域-海湾”一体化决策平台

中国海洋环境治理经历了“行政区行政+行业管理”

范式到“区域治理”范式的演变，但始终没有解决“散”的

难题［47］。尽管政策层面确立了“流域-海湾”的协同框架，

但实践中的治理逻辑仍滞留在“行政区行政”的路径依赖

中［48］。一方面，海湾的半封闭水文特征决定了其生态过

程必然跨越陆海行政边界，加之长期以来积累的污染物

难以迅速消除，生态系统自净能力的全面恢复需要长期

治理［49］。另一方面，现行的跨域协调机制多属于议事协

调机构，缺乏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与法定资源配置权，难

以克服多元行动者之间的集体行动困境。“即使是在单一

行政辖区内，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也涉及多个行动

者”［50］。中国“流域-海湾”一体化建设通过多种方案推

进：在规划引领方面，《“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明确

以海湾为基本单元，推进“陆域-流域-海域”协同治理。

这意味着，有效的陆海统筹首先依赖于治理主体的实体

化重构，即通过立法赋予跨行政区协调机构以独立的行

政职权，明确其在标准制定、信息共享与监督执行中的权

威地位，使其从协商平台转化为治理实体。此外，也可在

现有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推动协调机构从“虚”到“实”转

型，比如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等既有机制基

础上设立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调

管理局”等［51］。

现代机构的有效运作取决于信息基础的统一性，准

确、及时的数据是关键。区域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已超出

单一行政主体的认知边界，其决策质量高度依赖于跨部

门、跨层级数据的实时整合与动态分析［52］。区域环境治

理超出单一行动者的能力范围，探索区域环境治理的多

元网络治理模式，是协同应对区域环境治理复杂性的重

要路径［53］。当前数据标准割裂、共享壁垒森严的现状，实

质是部门利益固化在技术层面的表现。因此，数据采集

的“一体化”不应仅被视为技术工程，更应被理解为治理

权限的重新配置，即通过立法确立数据共享的法定强制

性，构建覆盖从“山顶到海洋”的生态信息治理体系，将分

散的监测数据转化为支撑精准决策的“知识产品”。

最终，治理结构的重塑必须回应激励相容的难题。

即便决策平台实现了实体化与信息化，若缺乏对社会资

本的有效吸纳机制，治理仍可能陷入“政府干、社会看”的

僵局。这要求决策平台突破封闭式的行政决策模式，通

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企业、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

的利益诉求内嵌于治理过程，使生态修复转化为“共同利

益”，从而在决策、执行与反馈的闭环中实现“流域-海湾”

一体化的可持续运作。例如，可以探索建立海洋生态产

品交易市场，为海洋生态产品的价值评估、交易和流转提

供平台，吸引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环境修复项目。

还可以推动金融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绿色金融产品，

为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加强决策

平台与企业、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的沟通与合作，将市场

需求和社会意愿融入决策过程，提高决策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从而进一步完善“流域-海湾”一体化决策平台，为

陆海统筹下的海洋环境修复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3. 3　基于动态评估的闭环管理监督体系

系统建立以数据共享、协同规划、技术合作、动态监

测和定期评估为核心的跨区域全周期协同机制，方能实

现海域空间的系统性修复与可持续管理。具体而言，数

据共享机制须具备以下子体系：推动上下游生态保护修

复相关数据的互通，以把握全域信息动态；协同规划机制

侧重以“一张蓝图”引领流域整体规划，实施统一管控；技

术合作机制注重工程实施的协调与污染的协同治理，防

范二次污染；动态监测与定期评估机制则着重对全流域

修复过程与成效进行持续监测、科学评估与系统优化［54］。

中国在海洋环境修复领域已建立多种监督措施。在

监测评估方面，生态环境部履行“统一监测评估”职责，做

好统一规划布点、统一标准规范、统一信息发布等工作。

在执法监督方面，生态环境部与中国海警局共同开展“碧

海”专项执法行动，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维护

海洋环境。深圳与香港两地还建立了跨境海漂垃圾即时

通报机制，确保在预测或发现大量海漂垃圾跨境漂移时，

能迅速响应、协同处置。在考核问责方面，中国将海洋生

态质量年度评估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建立陆海统筹系统

治理的责任链条制度。

动态评估闭环管理体系的完善需建立在流域与近海

治理的成熟范式之上。美国切萨皮克湾项目建立了最大

日负荷总量计划，针对海湾突出问题不断更新认识，适时

调整和转变治理思路［55］。日本政府为濑户内海治理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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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区域法律，与政府计划、府县规划相互配合，形成

了自上而下、由点到面的海洋环境综合治理体系。基于

上述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情境，监督体系的优化可从以

下维度展开。

其一，监测网络的垂直整合与技术扩散。需建立“省

级中枢-基层节点”协同的监测架构，通过算法开源与接

口标准化等方式破除技术壁垒，推动监测能力由单点依

赖向网络共享转型［56］。同时，应统筹地表水与海水监测

体系，优化河口-近岸断面的空间布局，强化污染物通量

监测与生态质量评估的衔接，形成陆海数据融合的一体

化监管框架。其二，治理机制的适应性迭代。生态系统

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生态系统方法强调“适应性管理”，要

求在环境立法中设置“边学边做”的动态机制，形成原则

性和灵活性兼备的体系［57］。摒弃刚性管控思维，在制度

设计中嵌入“评估-反馈-调整”的动态回路，以海洋环境

质量阈值为触发条件，建立管控目标的弹性调整机制。

具体可引入入海河流总氮浓度与流量双控规则，以及跨

界断面的生态补偿与责任分摊制度，实现管理策略与环

境变化的同步演化。其三，监管范式向数据驱动转型。

运用环境立体监测、智能感知、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快速

感知水质变化［58］。整合立体监测、智能感知与大数据分

析技术，构建水质变化的实时感知-预测预警-精准管控

的全链条响应系统，推动环境监管由经验判断向证据决

策转变。

4　海洋环境修复的空间边界与差异化实施

“生态修复的本质可以理解为修复不平衡的人地关

系，其‘修’的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相处方式，‘复’的是生

态系统退化或受损的结构、过程、功能及服务”［59］。海洋

空间规划是实现海洋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平衡路径［60］，旨

在通过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性与过程连续性，确保

服务流的稳定性与恢复力。在海洋空间规划的原则中，

生态系统方法以及海陆相互作用的考量均有重要意义：

前者更具普遍性和价值导向性，而后者主要为规划者提

供技术指引，二者共同构成海洋空间规划的核心指导原

则。在这一框架下，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不再是抽象

的生态描述，而是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的综合表征，即

系统自身在应对扰动时维持关键服务不间断的能力，由

此构成了修复目标的规范性基准［61］。基于海洋环境的系

统性特征、不同海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以及人为干扰强度

各异的特点，差异化、精准化的修复策略成为海洋环境治

理的必然选择。

4. 1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的修复时序

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如何在广阔的空间单元内确

定修复行动的优先顺序，确保资源投入的战略性与科学

性，是海洋环境修复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景观生态学中

的“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强调，“识别关键生态要素的空间

位置、有效链接孤立的景观要素、以最低的成本改善区域

生态系统整体功能”［62］。由此，可对全海域空间进行生态

重要性评价，科学划分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和生态

利用区等不同功能区，并据此确定修复的轻重缓急。

“评估区域景观生态风险并分析时空分异特征，对于

生态风险防范和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63］。景

观生态学的核心贡献在于提供了超越行政边界的空间整

体论视角，其以“格局-过程-尺度”互动为核心的分析框

架，为突破传统环境管理的局地思维、建立陆海连续体的

认知范式奠定了理论基础［14］。生态空间的功能分区仅有

形式意义，其治理效能取决于能否建立与生态过程相匹

配的差异化规制体系。核心区的修复不应停留于“停止

破坏+人工复绿”的被动模式，而需着眼于生态系统作为

“源”与“汇”的动态过程功能。如鱼类产卵场的种群补充

效应、珊瑚礁的岸线防护效应等，需通过栖息地异质性重

建与营养链恢复，提升系统的自适应能力，警惕人工干预

可能导致的生境同质化风险；缓冲区的管控亦非核心区

的简单降级，而应承担生态梯度缓冲与过程衔接的功能，

关键在于建立基于生态阈值的适应性管理框架，通过连

续监测触发管控升级，并将陆源污染控制从末端减排前

移至流域尺度的生态重建，实现陆海生态过程的有机耦

合；利用区的可持续性则有赖于打通生态资本向经济资

本转化的制度通道，即通过渔业配额权、海域使用权的市

场化配置及蓝色碳汇交易等机制，将保护行为的外部性

内部化，避免“适度开发”在短期利益驱动下滑向过度开

发［64］。唯有将修复逻辑从静态的空间分割转向动态的过

程维护，从分散的项目投入转向关键廊道与枢纽节点的

网络构建，方能以局部修复产生系统性效应，实现生态安

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均衡。

4. 2　依据陆海生态关联性划定治理单元

面对传统治理模式在复杂海洋生态问题前的乏力，

依据陆海生态系统的内在关联性划定治理单元，是基础

性工作。而治理单元的确认，离不开环境单元这一环境

法基本范畴。“环境单元是人类‘中心事物’依赖其实现生

存繁衍且可以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的，由水文、地质等地理

连续性，风、气等自然力，生物习性，其他气候、气象、地

理、地质因素等构成的自然整体”［65］。在这一定义下，以

往对海洋领域环境单元的界定都主要强调其自然性，不

适当地忽略了自然性与人类活动影响之间的关系这一基

本要素［66］。

美国《海岸带管理法》确立的“联邦-州”协同分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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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澳大利亚依托《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建

立的“国家-海洋区域”管控框架，代表了海洋空间治理中

行政分权与生态脱域两种制度路径。这些经验的可借鉴

性并非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分区方案本身，而在于其揭示

了分类分区有效运作的刚性约束：跨层级权责的法定配

置、生态过程的科学监测体系，以及超越行政边界的协同

执行机制。中国当前在中央层面建立了以《海洋生态分

类指南（试行）》为基准的分类分区框架，也在地方实践中

形成了差异化的管控模式。深圳市率先建立严格保护

区、环境改善区、综合协调区与重点治理区的四级管控体

系，其核心创新在于将陆域管控边界前推至海域保护的

外围，体现了陆海空间治理的整体性思维［67］；江苏省则通

过“三线一单”制度，将全省管辖海域的 27. 83%划为优先

保护单元，确立了生态功能受损区域的优先修复序列［68］。

分类分区的有效性不能仅停留于空间边界的划分，

还需进一步识别陆海交互的关键生态过程。具体而言，

可将治理单元细化为 4种功能类型，以匹配差异化的修复

策略。河口-海湾单元作为陆海物质能量交换的枢纽，承

载着最高的生态连通价值与最密集的冲突压力。该区域

兼具高生产力与高脆弱性：上游流域的氮磷输入、港口工

程的岸线硬化、围垦养殖的栖息地破碎化等，共同构成了

多重压力耦合的复合生态系统退化机制。对此，修复策

略需突破单一介质治理的局限，建立连续管控框架，即上

游通过生态缓冲带削减面源污染，河口区通过湿地重建

恢复自净能力，近海区通过水动力调控优化物质循环，形

成压力削减与功能恢复。

其一，河口-海湾单元应被视为陆海生态过渡带，其

退化本质表现为营养盐脉冲输入导致的生境异质性丧失

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脱耦。修复需构建陆海连通性管理

框架，通过恢复潮汐沼泽的水文连通度与微地形异质性，

重建“源”与“汇”之间的生源要素截留功能，而非简单的

污染物削减。

其二，近海-陆架单元需突破单一保护区思维，转向

海洋景观格局优化。依据斑块-廊道-基质范式，识别产

卵场、育幼场等关键生态斑块，建立基于多物种扩散场距

离的保护区网络间距准则，通过生态连通性维持种群

“源-汇”动态与渔业资源韧性。

其三，海岸带-海岛单元应针对海岸带侵蚀与海水倒

灌等问题，通过红树林、海草床等生物礁体恢复，构建具

备垂直积淤能力的自适应防护系统；对脆弱海岛实施基

于生态承载力阈值的景观韧性管控，建立“避让-减缓-

补偿”的开发影响管控体系。

其四，海洋生态廊道单元的核心在于维持景观连通

性与结构功能联通。识别关键迁徙廊道，建立跨斑块的

连通性网络；针对海洋工程造成的生境破碎化，需通过水

动力条件改善与人工鱼礁布局优化，恢复生物扩散路径

与遗传交流通道，确保海洋保护区网络由孤立斑块向功

能耦合系统转变。

4. 3　针对不同污染传输路径的修复策略谱系

在明确了治理的空间单元后，必须针对单元内主导

的污染问题，依据污染物的具体类型和传输路径，制定更

为精准的修复策略——聚焦于陆源污染［69］，并对其类型

进一步细分，从而实现按路径精准施策。

塑料污染已引发全球性的海洋生态危机。海洋塑料

污染的治理需超越单一国家视角，构建国际软法与硬法相

嵌套的多层级规制架构［70］。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治理框

架表明，塑料全生命周期管理实质上是政府、生产者和消

费者之间的三方动态博弈［71］。政府作为治理主体，需设

计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通过对生产者实施押金-返还与

扩展生产者责任的复合政策，内化环境外部成本；同时，建

立消费者绿色消费的信用激励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下的

道德风险，使个体理性选择收敛于集体最优的纳什均衡。

在技术治理维度，需建立陆源负荷削减-河海界面拦

截-海洋末端清除的梯级管控体系。针对河流塑料输送

的“源-汇”过程，应在重点河口构建基于水动力条件的漂

浮物截留工程，并建立河海协同的清漂响应机制；在材料

端推广生物可降解聚合物的环境兼容性评估与替代技术

路径。针对EDCs、PFAS、微塑料等新污染物，可借鉴发达

国家采取的“清单管理-替代技术-末端治理”策略，并依

托国际协作扩大防控成效。

针对营养盐污染，需在河口建设人工湿地等生态缓

冲带，并在近海通过养殖大型藻类进行生物吸收；针对有

毒有害物质，则需在政府主导下对临海工业园区实施“企

业-排污口-海域”一体化严格监控。对于海上排放污

染，则需按行业分类管控。航运业重点在港口区设立排

放控制区并推广岸电；海水养殖业需优化布局并实施尾

水治理；海洋工程建设则需强化施工期悬浮物控制。此

外，大气沉降污染亦不容忽视，需推动沿海地区能源结构

清洁化。以葫芦岛市为例，该市通过“治河-治滩-治海”

链条治理塑料垃圾，并对养殖尾水实行“一户一策”，即路

径化策略的成功应用。通过构建这种覆盖“源头-路径-

汇点”的全过程、分类别的策略工具箱，能够有效克服以

往“一刀切”政策的弊端，显著提升治理措施的针对性与

可操作性，使修复行动有的放矢。

污染场地同样是海洋污染的重要陆域来源。尤其是

在中国沿海、沿江地区，历史上遗留的工业场地、固废填

埋场等可能含有持久性有毒物质，这些污染物可通过地

表径流、地下渗透、大气沉降等途径进入河流、河口，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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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入海洋，加剧近岸海域污染。在国家倡导因地制宜、绿

色低碳开展土壤污染治理的政策背景下，建议加快推动

污染场地修复碳核算和绿色可持续评估体系构建，建立

中国污染场地碳核算评估和全生命周期评估的清单数据

库，统一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72］。

4. 4　探索“修复-开发”捆绑的差异化模式

在明确了空间、策略和优先序之后，如何确保治理具

有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和长效动力，是制度设计的最终落

脚点。这需要超越单纯依赖财政投入的传统模式，探索

创新的治理工具方式［73］。“权责捆绑”模式的核心是在特

定区域试行将“生态修复责任”与后续“有限的开发权益”

进行有条件绑定，以市场化机制激励各方参与，实现“谁

损害、谁修复，谁投资、谁受益”的良性循环。该模式可设

计为多种形式。

其一，建立生态修复信用制度，即企业投资生态修复

项目可获得可交易的信用，用于抵扣自身环保责任或获

取开发权益［74］。以《生态环境法典》第 1065条确立的“替

代性治理或修复”规则为规范接口，应进一步将企业等社

会主体的修复投入转化为可量化、可流转的信用额度，构

建生态修复信用制度，实现修复行为与环保责任抵扣的

规范联动。据此展开，如何使得企业投资修复的行为转

化为具备法律约束力和可诉性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代

偿机制”，亟待深入挖掘。生态修复信用建立后，当企业

或个人在完成规定的生态修复任务后，即可获得相应的

生态修复信用积分；其在后续的开发活动中可作为一种

“绿色通行证”，使企业或个人在土地使用、项目审批等方

面享受优先待遇或优惠政策。例如，企业在某一海域成

功修复了一定面积的受损生态系统，获得了相应的信用

积分，当该企业计划在该海域周边进行海洋旅游开发项

目时，凭借这些积分可在项目审批流程上得到简化，或者

在土地出让价格上获得一定的折扣。

其二，在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一体化中“落实管理

权、使用权、经营权，建立开发许可协调机制”［75］。为实现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可探索构建基于“生态修复责任捆绑

资源开发权益”的市场化治理模式。该模式的核心在于，

通过制度设计将特定生态空间单元的修复义务，与同一

或相邻空间单元内附着资源的有限开发权进行结构性捆

绑，并通过一体化招标或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

此举实质是将生态修复的“正外部性”内部化，运用市场

机制配置修复责任，从而激发企业以其资金与技术优势

参与修复的内生动力，形成“修复投入-生态增值-开发

收益-资本回收”的可持续闭环。这不仅是一种融资机制

创新，更深层次上是遵循“景观格局优化引导生态过程”

的原理——通过设定开发权限这一激励性规则，引导市

场主体在实施修复时，主动考虑修复载体的长期生态功

能维护与景观价值提升，促进修复后的生态系统能够更

好地融入区域整体生态安全格局，最终实现生态资本保

值增值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协同增效。

其三，向开发活动征收生态修复基金，专项用于重点

区域治理。当前，山东省已出台海洋环境质量生态补偿

办法，国家层面的《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也在制定中，为权

责捆绑提供了政策雏形。主要来看，其实施需具备三大

支柱：清晰的产权与责任界定、科学的生态修复成效评估

体系以及严格的全过程监管机制。权责捆绑模式将生态

修复从一项“成本”转变为潜在“发展权益”，引入市场型

环境政策工具以实现海洋生态修复成本的代际内部化，

进而缓解资金约束与主体间激励不相容的结构性困境。

这既是提升治理制度韧性与可持续性的关键机制设计，

亦表征着海洋环境治理从行政规制向多元共治范式的演

进方向。

5　结　语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

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7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与《生态环境法典》双重规范的人民性价值取向下，

环境修复的价值目标应定位于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态环境”的法益期待［77］。本研究以“陆海统筹”为统摄视

角，系统检视中国海洋环境修复的优化进路。海洋环境

治理长期受制于行政分割与生态整体性之间的结构性矛

盾。传统的“陆海分治”范式依托于部门法体系和行政疆

界，将陆域开发活动与海洋生态效应机械割裂，形成了

“末端处置-局地修复”的路径依赖；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已

成为价值共识，但由于缺乏跨域协同的法定机制和空间

管控的精细工具，始终未能突破碎片化治理的实践困局。

当前，中国海洋环境修复正处于从陆海分治向陆海

统筹范式转换的关键阶段，治理范式亦从单一化、局部性

的污染管控演进至强调整体性、协同性的系统治理。这

一转型的实现，亟待治理架构、制度供给与技术赋能的协

同进化：以跨界协同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实现陆海治理单

元的有机衔接；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基石完善责任规

范，并通过生态补偿、蓝色碳汇等市场化工具实现外部性

的内部化；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构建动态监测网络，提升

治理的精准靶向能力。在景观生态学视野下，“陆海统

筹”并非一种简单的政策协调，而是应塑造一种基于地理

系统完整性与生态过程连续性的系统治理新范式，构建

“空间融合-过程贯通-制度协同”的整体性治理框架。

实践证明，“以陆治海”的统筹介入并非对海洋生态系统

自然规律的否定或替代。相反，通过“生态安全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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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识别、治理单元的边界重构与修复策略谱系的精准

设计，可以促使海洋修复实践走出单一工程或物种的局

限，营造海洋环境修复的差异化方案。

随着中国海洋环境修复实践整体推进，统筹治理将

更多依托法治化的权责配置、精细化的空间管控平台与

智能化的监测评估网络。在《生态环境法典》确立的新秩

序下，生态环境修复作为一项横跨公私法域的复合型责

任形态，已然完成了从政策宣示向实在法规范的实质性

跨越，成为《生态环境法典》责任体系的重心所在。在这

一整体性学术推进中，海洋环境修复的复杂性源于海洋

生态系统的独有属性及其衍生的治理难题，亟须在景观

生态学、空间规划学等交叉学科理论与制度层面进行深

度反思与积极回应，为“修复时代”的海洋法治建设提供

理论支撑与制度供给，最终实现海洋环境高水平保护与

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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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arine⁃centric approach” to “land⁃sea coordination”: path optimization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Jiang Yongwei1，2，Liu Hua1，2

(1. School of Law,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6, China;
2. China Research Center for Land and Resources Rule of Law,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6, China)

Abstract The “marine-centric approach” represents a fundamental conceptual error by treating symptoms as root causes, as it seeks 
to solve within the marine realm problems that originate predominantly on land. In contrast, effective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under the “land-sea coordination” framework must be grounded in the inherent integrity, interconnectedness, and synergy of the “land—
watershed—estuary—marine” continuum. This paradigm shift aims to build an integrated governance model that transcends fragmented 
cooperatio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requires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regulatory mechanisms that prioritize limited resources for key 
pollution sources and ecologically critical areas. It also necessitates restructuring governance by empowering cross-jurisdictional bodies 
with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elevating them from advisory forums to decisive actors. Legislating mandatory data sharing is 
crucial to integrate fragmented monitoring into actionable knowledge, while embedding the interests of businesses and social organiza⁃
tions transform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to a common interest. These elements enable a sustainable “watershed—bay” operational loop 
of decision-making, implementation, and feedback. Restoration strategies must move beyond single-medium approaches and establish a 
continuous management framework: implementing ecological buffer zones upstream to curb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econstructing 
wetlands in estuaries to restore self-purification capacity, and optimizing material flows offshore through hydrodynamic management—
thereby exerting a dual effect of pressure reduction and function recovery. Governments, as primary actors, must design incentive-com⁃
patible policies. For producers, this means internalizing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through a composite policy combining deposit–re⁃
fund systems and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For consumers, this means establishing credit-based incentives for green consump⁃
tion to mitigate moral hazard arising from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reby steering individual rational choices toward a collectively opti⁃
mal Nash equilibrium. Pilot programs could explore conditionally link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responsibility” with subsequent “limit⁃
ed development rights,” using market-based mechanisms to incentivize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and realize a virtuous cycle where 
those who cause damage undertake restoration and those who invest reap the benefits.
Keywords land⁃sea coordination;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marine⁃centric approach; systemic governance; landscape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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